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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ＥＰＵ）与上市公司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间的季度数据，本文分析近年来国
企与非国有企业杠杆率的走势分化。研究发现：第一，ＥＰＵ指数每
增加１个标准差，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增加２．０５个百分点，非国企则
下降１．３５个百分点；第二，在金融抑制更强的地区，上述差异更加
明显；第三，考虑刺激政策、经济不确定性、规模歧视等因素后，
结果依然稳健，且在较长期内依然存在。本文强调 “去杠杆”的结
构优化，并从政策沟通、金融改革等新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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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调结构促改革的重要环节， “去杠杆”是２０１６年中央经济工作的五
大任务之一。针对 “如何去杠杆”这一问题，学术研究与政策讨论中多有争
论。一方面，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同，高杠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风险因
素；另一方面，中国近年去杠杆的举措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在此背景
下，厘清中国杠杆率变化的作用机制，不仅是政策讨论的必要基础，还是一
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谜题。
特别是，自金融危机以来，企业杠杆率出现了明显的走势分化。非国有
企业的杠杆率明显下降，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相对稳定，略有上升（见图１）。
自２００８年至今，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仅为非国有企业的７０％左右，国有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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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率由０．５１稳步增加到０．５３　①１　，非国有企业的杠杆率由０．４８一度降至
０．３５，去杠杆的作用体现于利润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　②２　如果去杠杆的政策使
得 “国企加杠杆、非国企去杠杆”持续进行，金融资源就将进一步流出效率
较高的部门，错配程度将加剧，中国经济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加，导致 “好杠
杆减少，坏杠杆增加”（施康和王立升，２０１６；钟宁桦等，２０１６）。因此，理
解杠杆率的走势分化，是当前讨论的关键。
图１　杠杆率随时间变化趋势
对于杠杆率的 “国进民退”，传统的解释有三种：第一种是软预算约束，
国有企业享有政府的隐性担保，具有融资优势。第二种是产业差异。在资源
类重工业，国有企业比较集中。这些产业具有更多的固定资产，有利于企业
获取抵押贷款。第三种是规模歧视，国有企业平均规模较大，而其他企业的
规模相对较小（苟琴等，２０１４）。这些渠道固然不容忽视，但在时序上持续存
在，变化较小，难以解释近年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杠杆率的不同走势；
另外，从政策操作层面讲，政策制定者很难迅速调整产业与规模，这类解释
难以提供去杠杆的政策抓手。
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上述问题，即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ＥＰＵ）。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旧的增长模式难以
为继，经济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的具体时间、细节尚未完全确定，加上不
够完善的政策沟通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迅速上升。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
①
②
１ 如果以企业资产规模为权重计算国有企业杠杆率均值，国有企业杠杆率在金融危机后由０．５７稳步增
加到０．６１。
２ 作者依ＣＳＭＡＲ数据测算，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国有企业净利润率为２．１％，非国有企业净利润率为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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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Ｕ指数的均值是８６．４，自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指数的均值达到１５５．３。在
此背景下，企业的投资、雇佣等行为将受到影响，金融部门的资金配置也会
相应做出改变（Ｂｅｒｎａｎｋｅ，１９８３；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相比于私营企业，
国企具有天然的政治联系，享受政府的隐性担保，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较小，ＥＰＵ指数上升仅意味着私企经营环境的变数增大；同时，中国的金融
抑制较强，银行竞争盈利的手段有限，而规避风险的动机相对更强，在政策
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减少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增加对国企的信贷，成为
其规避政策风险的重要手段。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利用上市公司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间的季度数据，分析了
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
杠杆率的走势分化显著相关，ＥＰＵ指数每增加１个标准差，国有企业的杠杆
率增加２．０５个百分点，非国企杠杆率下降１．３５个百分点，而在金融抑制更
强的地区，上述结论更加明显；第二，在考虑了四万亿刺激政策、经济不确
定性、规模的歧视等可能的遗漏变量之后，以上结果依然稳健；第三，政策
不确定性不仅作用于短期，在较长期内依然存在，实证分析显示其持续时间
在三年以上。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提供了去杠杆的政策抓手。本
文发现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杠杆率走势分化，为当前改革提供了一个
可行的政策抓手，即增加政策沟通，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其二，剖析了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结构效应。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现有文献仅关
注了总量效应，例如抑制总量投资与消费，却忽略了结构效应，即国企不仅
不受影响，还会进一步获取资源，而负面影响仅集中于非国企，这一效应在
中国尤其不容忽视。其三，补充了增速放缓的作用机制。对于危机以来增速
放缓的原因，大量文献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包括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购
买力下降等等，但尚未有文献提及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强调政策不确定性
的增加会加剧金融资源错配，这是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之一。
本文余下部分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评述相关文献并提出主要假设，
第三部分介绍数据与实证策略，第四部分分析主要结果与作用机制，第五部
分展示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主要假设
金融危机以来，杠杆率走势分化十分明显。钟宁桦等（２０１６）详细刻画了
这一现象，并指出其中的非市场因素。基于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间近４００万个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率的分析，钟宁桦等（２０１６）发现大部分企业在样本期呈
现去杠杆的趋势，大型国有上市企业显著加杠杆，其中，企业特征的变化可
以解释非国企的负债率走势，但却无法解释国企的负债变动，资金配置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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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偏向性越来越强。这篇文章提出了杠杆率走势分化的现象与问题，
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解释。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ｎｇ（２０１５）分析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间
上市公司杠杆率的走势，发现国企比非国企获得了更多的贷款，保持着更高
的杠杆率。他们从政府刺激的角度进行解释，指出２００８年的四万亿刺激主要
流入了国企，促进了杠杆率走势分化。Ｐ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数据库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的数据分析杠杆率，发现国企杠杆率在２００８年之后
明显上升，而非国企杠杆率显著下降，他们同样认为刺激性政策是主导因素。
然而，四万亿刺激政策可能导致了国企杠杆率上升，但是否会导致非国企的
杠杆下降呢？除了刺激性政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发挥作用？在这些研究基
础上，本文采用较新的数据（２００３—２０１４），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新角度
切入，分析杠杆率走势分化的成因。
企业的外源融资包括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在直接融资并不发达的中国，
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同时，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中国的银
行贷款相对成本较低，供不应求，因此，杠杆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企业
的外部融资可得性与银行的借贷意愿。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下，企业
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动，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出现变化，银行向企业贷款的风
险随之上升。为了应对不确定性，银行有动机延迟对企业的贷款，导致企业
杠杆率下降。此时，延迟贷款的收益与成本既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的
影响，也受到银行与企业个体特点的影响（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
在企业层面，一方面，企业所具有的内部信息越多，它实际面临的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就越小；另一方面，投资失败后，如果企业能够得到其他资金
的救援，则投资失败的可能性对银行的贷款决策影响较小，即便经济政策的
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的投资风险，也不会显著地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相比
于非国有企业，国企具有天然的政治联系，享受政府的隐性担保，具有预算
软约束，在投资失败时有较大的可能获得政府的支持与救助（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８６；
Ｋｈｗａｊａ　ａｎｄ　Ｍｉａｎ，２００５）。因此，政府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而透露给国有企
业部分内部信息，减少其实际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还可以通过隐性担
保的支持，减弱国有企业投资项目的风险与银行贷款意愿的联系，使国有企
业在不确定性较强时也能够获取贷款。
然而，中国非国有企业近几年发展迅速，在生产效率与利润率上有更优
的表现。如果银行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会对非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贷款
意愿。当前，银行对国企的贷款意愿明显高于非国企，除了企业层面的因素，
还受到了金融抑制的影响。
在银行层面，中国金融抑制较强，银行准入与竞争受限，金融市场由国
有银行主导，信贷发放的市场化程度不足。在金融抑制越严重的地区，政府
对银行的行政干预与隐性担保越多，银行越倾向于支持国企（Ｂｅｃｋ　ａｎｄ　Ｌｅ－
ｖｉｎｅ，２００２）。虽然非国有企业具有更优的利润率与生产效率，但在政府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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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的作用下，银行对国企放贷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却可以有效地规避风
险。特别是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向国企放贷能够减少经济政策变动的风
险。与此同时，如果贷款总量下降，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将出现明显上升，在
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银行有动机将贷款从非国企转移向国企，而非单
纯收缩贷款，以避免贷款总量过度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在政府隐性担保的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
升将导致企业杠杆率的分化（参见图２）。其传导途径之一是金融抑制。在金融
抑制越强的地区，政府对银行借贷的行政干预越多，对银行－国企贷款的隐性
担保越强，银行对国企贷款的倾向性越大。在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时，贷款风
险普遍升高，银行有动机将贷款由非国企转移向国企，以规避风险。其传导
途径之二在于国企天然的政治联系，政府对国企有隐性担保，在其投资失败
时会提供支持与救助。在经济不确定性升高的时期，相比于非国企，国企的
政治联系能够增加其内部信息，减少其投资风险，进一步导致银行对国企的
相对贷款意愿增强。以上两个因素都会导致国企得到的贷款增加，而非国企
得到的贷款下降，杠杆率走势分化。
图２　作用机制示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隐性担保与企业杠杆率走势分化
在基准回归之后的机制分析部分，我们将考察金融抑制与政治联系如何
影响银行贷款的所有制歧视，以验证上述渠道。
三、数据介绍与实证策略
为了考察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异质影响，本文既需要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的衡量指标，也需要不同类型企业的财务数据。我们整合了国泰安数据库
的上市公司季度财务报表与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的ＥＰＵ月度指数，最终得到
２　５５０家企业的数据，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数据频率为季度，共８２　０９６
个观测值。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如何度量企业所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个难题。现有文献主要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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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衡量，利用股票收益率波动、投入产出价格、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基本面
和预期收入的波动等指标，通过刻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可能引发的结果，
来衡量企业面临的整体不确定性。
　
①３
　
还有一些文献使用过一些特定政策（财政、
货币政策等）的不确定性，但关于整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度量的研究还比较有
限，特别是关于中国相关指数的构建更是空白。本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来自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他们根据 《南华早报》的每日新闻内容构
建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ＥＰＵ　ｉｎｄｅｘ，ＥＰＵ指数），直接刻画了经济
政策整体的不确定性。这种基于新闻索引来构建经济不确定性的方法是与美
国和其他国家相关指数的构建相一致的，并得到了广泛引用（Ａｚｚｉｍｏｎｔｉ　ａｎｄ
Ｔａｌｂｅｒｔ，２０１４；Ｂｏｒｎ　ａｎｄ　Ｐｆｅｉｆｅｒ，２０１４；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等）。
ＥＰＵ指数的构建方法如下。首先，筛选出所有同时包含 “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政策”三类关键词的文章，将选出的文章定义为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相关文章。其次，运用程序对样本期内的文章进行上述筛选操作，计算
出每个月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的文章的总数，然后用当月 《南华早报》
上的文章总数做标准化。Ｂａｋｅｒ等人随机抽取了大量相关文章进行人工阅读来
检验机器自动筛选的结果，发现正确率高达９８％，而且测量误差与ＧＤＰ增速
等实体经济指标并不相关。
图３展示了关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在若干
增加不确定性的事件前后，ＥＰＵ指数都明显上升。自２００３年以来，ＥＰＵ指
数出现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波动。第一次是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次贷危机对中国的
影响逐渐凸显，一方面，发达国家购买力受挫，中国出口锐减，经济增长放
缓，政府不得不出台若干刺激性政策；另一方面，刺激性政策转化为通胀压
力，进一步的刺激空间有限，中国面临政策选择的双重困难，ＥＰＵ 指数由
１００以下迅速增加到２００以上。第二次波动出现在２０１２年前后，原因之一在
于政府换届，领导班子与执政风格出现了一些变化；原因之二在于欧债危机
达到高潮，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随之增加。
第三次波动出现在２０１５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了２５年以来的最低值，国内
外对 “增速放缓”的担忧加剧，经济的新常态使ＥＰＵ指数再次飙升。
为了与企业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合并起来，我们对月份进行简单加总得到
每个季度的ＥＰＵ指数。同时我们也尝试了采用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年的权重
方法，根据在每季度中各月的前后顺序，对越靠后的月份赋值越高（１／６，１／
３，１／２），作为稳健性检验。
①３ 比如Ｌｅａｈｙ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ｄ（１９９６），Ｇｈｏｓ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ｕｎｇａｎｉ（１９９６），Ｍｉ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ｒａｎｄ（１９９９），Ｂｏｎｄ　ａｎｄ
Ｃｕｍｍｉｎｓ（２００４），Ｂｌｏｏｍ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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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随时间变化趋势
（二）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所用的上市公司季度财务数据源自国泰安数据库，包括总资产、总
负债、销售额以及固定资产等变量。数据跨度是从２００３年第１季度到２０１４
年第４季度，包含了所有在Ａ股市场上市的企业。同时，我们从 ＷＩＮＤ上获
得了企业注册和办公所在地理信息，并把它们与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合并在一起。
为了保证我们的结果不被大企业所主导，所有的企业层面的变量都用企
业期初的总资产做了标准化。与资本结构的文献保持一致，我们去掉了所有
的金融企业。同时，参照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为缓解离群值对参数估计的
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型的解释变量在其分布的第１及第９９百分位上的观察
值进行缩尾调整处理（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三）实证策略
基于杠杆率相关研究（Ｄｅｗ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ｔｅｓｔａ，２００１；Ｆａｃｃｉｏ，２００６），基
准模型设定如下：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ｉ，ｔ＋ｌ ＝αｉ＋β１ＥＰＵｔ×ＳＯＥｉ＋β２ＥＰＵｔ＋β３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ｔ
＋β４Ｍｉ，ｔ＋β５ｑｕａｒｔｅｒｔ＋εｉ，ｔ＋ｌ，
其中，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ｉ，ｔ＋ｌ是核心被解释变量杠杆率，定义为总负债／总资产。ｉ代表
某企业，ｔ代表某年某个季度。ｌ∈ ｛１，２，３，４｝代表着被解释变量领先解
释变量多少个季度。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值，可以控制互为因果的问题，从
而缓解模型的内生性。αｉ代表企业的固定效应。ＥＰＵ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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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ＳＯＥ是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是季调后的ＧＤＰ环比增速。
Ｍｉ，ｔ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有形资产占比（定义为固定资产／总资产）（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销售额同比变化 （ｓａｌ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和企业规模（定义为总
资产对数），其中销售额同比变化与企业规模按照ＧＤＰ平减指数调整为实际
量。ｑｕａｒｔｅｒｔ代表四个季度的虚拟变量以控制各个指标可能有的季节性因素，
εｉ，ｔ＋ｌ为误差项。参照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与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的做法，为了纠
正残差项中可能存在的横截面的和序列的相关性，本文把回归的标准差聚集
到（ｃｌｕｓｔｅｒ）企业与季度的层面。
在渠道分析中，本文将检验企业的政治联系与当地金融抑制程度的影响。
为了衡量企业的政治联系，基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企业年报，作者人工搜集了政
治联系数据。由于国企具有天然的政治联系，政治联系指标是针对非国企而
搜集的。具体而言，我们采用了两个代理指标。一是以企业高管的政治经历
衡量政治联系（Ｆ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Ｃａｌｏｍｉｒ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如果该企业高管
层有全国人大、政协、一行三会的任职经历，则给该企业的政治联系变量赋
值为１，反之为０。二是企业的业务招待费（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　ｃｏｓｔｓ，简
称ＥＴＣ）。这一指标衡量了企业招待相关部门政府官员、原料供应商、客户等
的花销，可以视为企业为关系而做的投资（Ｃ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为衡量金融抑制程度，本文采用了樊纲等（２０１１）的分省市场化指标，
包括金融部门市场化指数（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贷款市场化指数（ｌｏ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以非国企获得的贷款占比衡量）和银行竞争程度指数（ｂａｎｋ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以非国有银行部门的存款占比衡量）。
另外，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还要排除经济不确定性本身的影响。为了
控制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不同经济参与者对经济前景的微观调查
数据。自２００５年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展了 “朗润预测”项目，
每季度公布２０—４０家机构对下季度ＧＤＰ增速的预测值。基于此，本文采用
两种方式构建相关指标，第一个指标是经济增速的预期，即各机构对下季度
ＧＤＰ增速预测的均值（ｍｅａ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对经济增速的预期越
低，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越大；第二个指标是对经济前景的分歧，即各机构
对下季度ＧＤＰ增速预测值的标准差（ｓｄ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对经济前
景判断的分歧越大，则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越大。
表１展示了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表１　变量描述
变量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企业层面变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杠杆率＝总负债／总资产 ８２　０９４　 ０．５０　 ０．４８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有形资产占比＝固定资产／总资产 ８２　０９４　 ０．２５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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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企业层面变量
ｓａｌ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销售额同比变化 ７１　７１７　 ０．９７　２６．８５
ｌｏｇ　ａｓｓｅｔｓ 总资产对数 ８２　０５９　 ２０．７８　 １．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ｄｕｍｍｙ 政治联系虚拟变量 ５４　８５５　 ０．０６９　 ０．２５
ＥＴＣ 业务招待费 ２２　８１８　 ０．２８　 １
时间序列变量
ＥＰ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５１　 １２６．６３　６５．５２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ＤＰ季度环比增速 ５１　 ２．２８　 １．０７
ｍｅａ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ＤＰ增速预测均值 ４１　 ８．９２　 １．４２
ｓｄ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ＤＰ增速预测标准差 ４０　 ０．０６　 ０．０５
省级层面变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金融部门市场化指数（２００３） ３１　 ５．９５　 ２．２４
ｌｏ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贷款市场化指数（２００３） ３１　 ６．６３　 ２．２４
ｂａｎｋ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银行竞争程度指数（２００３） ３１　 ５．０２　 ３．００
四、基 本 结 果
首先，我们直观地看一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杠杆率的关系。如图４所
示，横轴是ＥＰＵ指数，纵轴是杠杆率。对于国企而言，ＥＰＵ指数越高，杠
杆率越高，呈现正相关的趋势；对于非国企而言，ＥＰＵ指数越高，杠杆率则
越低，二者显著负相关。在中国当前的金融结构下，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
道是银行贷款，因此杠杆率衡量了企业所能获取的信贷资源。由图可见，随
着经济政策不确
图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杠杆率（国企与非国企对比）
注：每个点代表一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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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增加，国企获得的信贷资源越来越多，非国企获取信贷资源越来越少，
二者的差距逐渐拉大。
表２汇报了回归的基准结果。回归（１）—（４）的ＥＰＵ指数变量由月度指标
的季度平均来衡量。回归（１）报告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总体影
响，ＥＰＵ指数的系数为０．０１２０。在不区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情况下，
平均而言，中国上市公司的杠杆率会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
这与中国的经济事实是一致的，但与经济直觉是相反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上升，企业预期到投资风险增加，杠杆率应该降低，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相
反的情况？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影响是
异质的，它在降低非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会增加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且
后者的效应占据了主导。一方面，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挤占了非国有企业的金
融资源；另一方面，在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下，上市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也
在向债权融资倾斜，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由国有银行主导，债权融资相比于
股权融资的市场化程度更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容易出现替换效应。在
后续分析中，我们将着重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异质影响。
回归（２）中ＥＰＵ指数的系数为－０．０２０５，和国有企业指标的交叉项系数
为０．０６８３，且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以第（２）列为例，当ＥＰＵ指数上升１个
标准差，非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降低０．０２０５个标准差，即０．９８个百分点 　①４　，国
有企业杠杆率上升０．０４７８个标准差，即２．２９个百分点。即ＥＰＵ指数增加一
个标准差，下个季度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增加３．２７个百分点。
当我们在回归（３）和回归（４）中控制住整体经济增速以及固定资产比重、销售
成长、资产规模等企业特征因素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异
质性影响依然显著存在，而且对非国有企业负债融资的负向影响系数更大。
同样方法可得出ＥＰＵ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相对其他企业而言，国有企业
的杠杆率增加３．４０个百分点（国有企业杠杆率增加２．０５个百分点，非国有企
业杠杆率降低１．３５个百分点）。
回归（５）—（８）参照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对不同月份赋予不同权重构造季
度的ＥＰＵ指数变量，再次进行回归。新构造方法依然没有改变基准回归的结
果。综合表２各列结果，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影
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ＥＰＵ指数上升会增加国有企业杠杆率，降低非国有企
业的杠杆率。在后续分析中，我们把第（４）列作为基准回归。
为什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有异质影响呢？从企
业角度来讲，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政治联系，同时享有政府的隐性担保（Ｋｏｒ－
ｎａｉ，１９８６；Ｋｈｗａｊａ　ａｎｄ　Ｍｉａｎ，２００５）。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时期，
①４ 根据表１总结，企业杠杆率的标准差为０．４８，根据表２的系数，ＥＰＵ指数每上升１个标准差，非国有企
业杠杆率下降０．０２０５个标准差，即０．０２０５×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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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本身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要小于私企，承担的风险也要小于私企。从银行
角度来看，中国银行准入与竞争受限，金融市场由国有银行主导，信贷发放
的市场化程度不足。在金融抑制较强的地区，银行更倾向于支持国企（Ｂｅｃｋ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２），特别是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向国企放贷能够减少经
济政策变动的风险；在金融市场较为完善的地区，行政干预较少，银行的决
策将更多地考虑市场回报。
基于以上考虑，下文从两个角度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渠道。首
先用政治联系虚拟变量与业务招待费衡量非国企的政治联系。相比于完全没
有政治联系的非国企，具有政治联系的非国企既可以规避部分政策风险，也
享有一定的政府担保。我们将考察政治联系是否会减弱所有制歧视。其次考察
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贷款市场化程度、银行竞争程度对所有制歧视的影响。
为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上变量均采用２００３年的取值，即样本期初始值。
参照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表３检验政治联系的重要性，即相比于没有政治联
系的非国企，具有政治联系的非国企是否可以得到更多的贷款。实证结果与
预期相符。表３第（１）列中，ＥＰＵ指数的系数为０．０３６４，ＥＰＵ指数与非国企
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为－０．０５８６，说明ＥＰＵ指数增加国企的杠杆率，降低
非国企的杠杆率。在第（２）列中，按照有无政治联系，非国企被分为两类。尽
管两类非国企的杠杆率都随ＥＰＵ指数升高而下降，但有政治联系的非国企下
降得更少。在第（３）列中，针对非国企的子样本，我们考察业务招待费（ＥＴＣ）的
作用。ＥＴＣ与ＥＰＵ指数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业务招待费越多，或者
说对政治联系的投资越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杠杆率的负面影响越小。
表３　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渠道：政治联系
变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ｔｏｔ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基准
（１）
政治联系
（２）
业务招待费（非国企）
（３）
ＥＰＵ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５）
ＥＰＵ×ｎｏｎ－ＳＯＥ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０５８）
ＥＰＵ×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ｏｎ－ＳＯＥ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０８３）
ＥＰＵ×ｎｏ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ｏｎ－ＳＯＥ －０．０５９０＊＊＊
（０．００６１）
ＥＰＵ×ＥＴＣ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７７）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季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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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ｔｏｔ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基准
（１）
政治联系
（２）
业务招待费（非国企）
（３）
标准误聚集到企业 是 是 是
标准误聚集到季度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９　１５１　 ６９　１５１　 １４　５２３
Ｒ２ ０．７４４１　 ０．７４４１　 ０．７８４７
　　注：括号内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ＳＯＥ，ＳＯＥ与各个市场指数的交互项，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ｓａｌ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和ｌｏｇ　ａｓｓｅｔｓ。对于所有的回归，被解释变量都领先所有的解释
变量一个季度。为了便于解释，我们把所有的变量都除以其各自的标准差做了标准化。与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２００９）、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保持一致，标准误聚集到企业和季度层面。＊＊＊，＊＊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１％，５％和１０％置信程度上显著。
接下来，本文考察在金融市场程度不同的地区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
效果差异。下文利用樊纲等（２０１１）构建的省级市场化指数衡量金融市场化，
具体包含三个指标：金融部门市场化指数，信贷发放市场化指数，以及银行
竞争程度。其中，信贷发放市场化指数以非国有企业贷款占比衡量，银行竞
争程度用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比衡量，金融部门市场化指数是信贷发
放和竞争程度市场化指数的均值。为了避免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市场化指标本
身的影响，我们采用各个省份在样本期起始点的数值，即２００３年的市场化
指标。
表４在ＥＰＵ指数和国有企业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金融市场化程度、
信贷市场化程度和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指标与其交互项，结果分别列入回归
（１）—（３）。在各列回归结果中，ＥＰＵ指数和ＳＯＥ交互项系数均保持显著为
正，而ＥＰＵ指数、ＳＯＥ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三项交互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也就
是说，在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信贷融
资的相对正向影响更小，对非国有企业的相对歧视更弱。
下面以第 （１）列的结果为例，考虑金融市场化程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
ＥＰＵ指数的异质影响。在第（１）列中，ＥＰＵ×ＳＯＥ的系数是０．１４２６，即金融
部门市场化指数为０的地区，ＥＰＵ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国有企业的杠杆
率比非国有企业多增加０．１４２６，可以理解为基准的所有制歧视程度为
０．１４２６。ＥＰＵ×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Ｅ的系数为－０．０１０３，即金融部
门市场化指数每增加１个单位，所有制歧视程度将下降０．０１０３。在样本覆盖
的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别单位中，金融部门市场化指数的最大值是浙江，数值为
１０．１７，其所有制歧视的系数为０．１４２６－０．０１０３×１０．１７＝０．０３８，金融部门市
场化指数最小的是西藏，其所有制歧视系数为０．１４２６－０．０１０３×０．７３＝
０．１３５。如果一省的金融市场化程度由西藏水平上升至浙江水平，其所有制歧
视程度将下降（０．１３４－０．０３５）／０．１３４＝７１．８５％。这说明了金融市场化程度可
以很大程度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异质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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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ＥＰＵ指数的上升不会导致信贷资源从非国有
企业向国有企业大幅转移，杠杆率的走势分化主要出现在金融抑制较强的省份。
表４　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渠道：金融市场完善程度
　　变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ｔｏｔ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１） （２） （３）
ＥＰＵ×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Ｅ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３０）
ＥＰＵ×ｌｏ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Ｅ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２６）
ＥＰＵ×ｂａｎｋ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ＯＥ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２６）
ＥＰＵ×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０）
ＥＰＵ×ｌｏ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７）
ＥＰＵ×ｌａｎｋ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９）
ＥＰＵ×ＳＯＥ　 ０．１４２６＊＊＊ ０．１４６０＊＊＊ ０．１２０６＊＊＊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１８９）
ＥＰＵ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１４７）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季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标准误聚集到企业 是 是 是
标准误聚集到季度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９　１１５　 ６９　１１５　 ６９　１１５
Ｒ２ ０．７４４５　 ０．７４４５　 ０．７４４３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ＳＯＥ，ＳＯＥ与各个市场指数的交互项，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ｓａｌ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和ｌｏｇ　ａｓｓｅｔｓ。对于所有的回归，被解释变量都领先所有的解释
变量一个季度。为了有利于对结果的解释，我们把所有的变量都除以其各自的标准差做了标准化。与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保持一致，标准误聚集到企业和季度层面。＊＊＊，＊＊和＊分别表示
变量在１％，５％和１０％置信程度上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联系密切，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增
加时，大多伴随相应的政策调整，从而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那么，一
旦控制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否会仍有显著影响？参
照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本文用专家对经济的预测均值和方差来代表预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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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本状况与经济不确定性。具体而言，依据北京大学 “朗润预测”对多家
宏观经济研究机构的调研，本文采用各机构对ＧＤＰ的预测均值和方差来衡量
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这一数据可得年份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与基准样本相
比，缺少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的数据。
相关结果呈现在表５中。回归（１）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的数据对表１基准结
果进行了重新估计。回归（２）用 “朗润预测”ＧＤＰ增速均值替代ＧＤＰ增速，
与回归（１）结果对比可见，ＥＰＵ指数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方向均不变，系数
大小也基本不变。回归（３）在控制ＧＤＰ增速的基础上加入 “朗润预测”ＧＤＰ
增速的预测方差来控制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回归（４）进一步加入ＧＤＰ增速
预测方差和ＳＯＥ的交互项来控制经济不确定性对国企和非国企的异质性影
响，回归结果表明，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并未影响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效
果，不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
即杠杆率变化对经济预期的影响。
表５　稳健性检验：控制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
　变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ｔｏｔ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１） （２） （３） （４）
ＥＰＵ×ＳＯＥ　 ０．０６３５＊＊＊ ０．０６１５＊＊＊ ０．０６３７＊＊＊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４）
ＥＰＵ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５）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６）
ｍｅａ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ＧＤＰ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３１）
ｓｄ　ｏｆ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ＧＤＰ　 ２．２４０３＊＊＊ ４．４７９７＊＊＊
（０．５３２６） （０．８６１８）
ｓｄ　ｏｆ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ＧＤＰ×ＳＯＥ －３．９５３５＊＊＊
（１．０３０２）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季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标准误聚集到企业 是 是 是 是
标准误聚集到季度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１　４００　 ６０　１９７　 ６１　４００　 ６１　４００
Ｒ２ ０．７７２４　 ０．７７８３　 ０．７７２５　 ０．７７２６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ＳＯＥ，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ｓａｌ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和ｌｏｇ　ａｓｓｅｔｓ。对于所有的回归，被解释变量都领先所有的解释变量一个季度。为了便于解释，
我们把所有的变量都除以其各自的标准差做了标准化。与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保持
一致，标准误聚集到企业和季度层面。＊＊＊，＊＊和＊分别表示变量在１％，５％和１０％置信程度上显著。
４６４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７卷
根据以上回归，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了杠杆率的走势分化，国
有企业杠杆率增加，而非国有企业杠杆率降低。但一个潜在问题是，如果国
有企业的经济重要性更大，这种分化可能是规模歧视所致，而非所有制歧视。
为了区分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本文进行如下检验。首先，把每年每个城
市内销售规模位于前５０％、４０％、３０％和２０％的企业定义为经济重要性较高
的企业（ｓａｌｅｓ　ｓｔａｒ＝１），然后将这个虚拟变量与ＥＰＵ指数的交互项，以及与
ＳＯＥ的交互项，以及与这两个变量的共同交互项都放入回归中。如果如上所
言，政策不确定性的效果主要是体现在规模上或者说是经济重要性上的歧视，
那么此时我们的核心解释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国有企业的交互项系数
的显著性应该消失，或者系数有较大的变化。如表６所示，控制这一影响后
并未改变原来的所有制歧视的结果，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增强仍然会对
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产生异质影响。所以，本文排除了 “规模”或 “经济重要
性”的歧视，即肯定了信贷资金分配上的歧视是源于所有制差异。
表６　稳健性检验：排除规模歧视
变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ｔｏｔ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５０ｔｈ　 ４０ｔｈ　 ３０ｔｈ　 ２０ｔｈ
（１） （２） （３） （４）
ＥＰＵ×ＳＯＥ　 ０．０７０１＊＊＊ ０．０７２８＊＊＊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７１３＊＊＊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４）
ＥＰＵ×ｓａｌｅｓ　ｓｔａｒ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５６）
ＥＰＵ×ＳＯＥ×ｓａｌｅｓ　ｓｔａ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７）
ＥＰＵ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季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标准误聚集到企业 是 是 是 是
标准误聚集到季度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９　１１５　 ６９　１１５　 ６９　１１５　 ６９　１１５
Ｒ２ ０．７４４２　 ０．７４４２　 ０．７４４２　 ０．７４４２
　　注：括号内是标准差。第（１）列中，如一个企业的销售额超过了当年同一地级市５０％的企业，则
把它定义为经济重要性较大的企业，即虚拟变量ｓａｌｅ　ｓｔａｒ为１。在第（２）—（４）列中，此临界值依次为
６０％，７０％和８０％。其他控制变量包括ＳＯＥ，ｓａｌｅｓ　ｓｔａｒ，ＳＯＥ×ｓａｌｅｓ　ｓｔａｒ，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ｓａｌ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和ｌｏｇ　ａｓｓｅｔｓ。对于所有的回归，被解释变量都领先所有的解释变量一个季
度。为了便于解释，我们把所有的变量都除以其各自的标准差做了标准化。与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保持一致，标准误聚集到企业和季度层面。＊＊＊，＊＊和＊分别表示变量在１％，５％和１０％
置信程度上显著。
另一潜在问题是，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同时发生的，是四万亿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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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出台。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ｎｇ（２０１５）和Ｐ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认为，四万亿刺
激政策导致了杠杆率走势分化。那么，控制刺激政策的影响后，本文结论是
否依然成立呢？在表７中，本文进行了三个检验，以控制刺激政策的效果。
我们加入时间虚拟变量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在２００８年第４季度之后赋值为１，之前
为０。参照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ｎｇ（２０１５）的设定，第（１）列的回归变量加入了ａｆ－
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及其与ＳＯＥ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的系数显著为
负，而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绝对值更大。这与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５）是一致的，说明四万亿刺激政策使国企杠杆率增加，非国企的杠杆率
下降。另外，ＥＰＵ及其与ＳＯＥ的交互项依然显著，但绝对值有所减小。这意
味着本文结论依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与四万亿刺激政策都导致
了杠杆率走势分化。第（１）列回归设定的局限在于，假设了四万亿刺激性政策
对所有行业有相同的影响，但实际上，其资金主要流向了基础设施行业。因
此，在第（２）列和第（３）列，本文进一步考虑四万亿刺激政策受益行业。在第
（２）列中，通过加入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与基础设施行业虚拟变量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交
互项，回归检验受益行业假设是否成立。结果显示，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不再显著，
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与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且绝对值更大，说明基础
设施行业的确是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受益行业。在第（３）列中，我们进一步控制
了ＳＯＥ与刺激政策的交互项，以考察刺激政策对国企、非国企的异质影响。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和ＳＯＥ的（１）项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刺激政策
导致国企杠杆率上升。然而，ＥＰＵ及其与ＳＯＥ的交互项的系数与第（１）列基
本相同，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７　稳健性检验：考虑四万亿刺激政策
变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ｔｏｔ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不考虑受益行业 基础设施行业受益 基础设施行业受益
（１） （２） （３）
ＥＰＵ×ＳＯＥ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６６６＊＊＊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３６）
ＥＰＵ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１）
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 －０．０７７６＊＊＊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９０４＊＊＊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７２）
ＳＯＥ×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　 ０．２０２７＊＊＊ ０．１６１３＊＊＊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１９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 ０．１９１２＊＊＊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６５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ＳＯＥ　 ０．１６２０＊＊
（０．０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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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ｔｏｔ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不考虑受益行业 基础设施行业受益 基础设施行业受益
（１） （２） （３）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季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标准误聚集到企业 是 是 是
标准误聚集到季度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９　１１５　 ６９　１１５　 ６９　１１５
Ｒ２ ０．７４５７　 ０．７４５１　 ０．７４６４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第（１）列中，参照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ｎｇ（２０１５），回归中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
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及其与ＳＯＥ的交互项，以控制２００８年后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影响。在第（２）列中，定义基础
设施行业为四万亿刺激性政策的受益行业，并在回归中加入基础设施行业虚拟变量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与
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的交互项，以检验受益行业的假设。第（３）列中，进一步加入了ＳＯＥ与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以及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８ｑ４的交互项，以检验四万亿刺激政策是否倾向于国企。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ＳＯＥ，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ｓａｌ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和ｌｏｇ　ａｓｓｅｔｓ。对于所有的回归，被解释变
量都领先所有的解释变量一个季度。为了有利于对结果的解释，我们把所有的变量都除以其各自的标
准差做了标准化。与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２０１６）保持一致，标准误聚集到企业和季度层
面。＊＊＊，＊＊和＊分别表示变量在１％，５％和１０％置信程度上显著。
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１个季度，而
是具有长期效果。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滞后期数增加，以考察其影
响的滞后性长达多久。如图５，列出了更多滞后期的交互项估计系数的结果，
横轴为滞后期数，实线为估计系数，虚线表示置信区间。由图５结果可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具有长期效果，在前２年的影响较强，各期效果随
时间递减。
图５　政策不确定性的长期效果：２０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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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　　结
自金融危机以来，国企的杠杆率略有升高，而非国企杠杆率下降，杠杆
率走势分化。在国企效率与偿付能力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杠杆率的走势分化
不仅加剧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且弱化了 “去杠杆”政策的效果。盲目
地去杠杆，很可能会导致好杠杆被坏杠杆挤出。本文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入手，从新的角度解释杠杆率的走势分化，并为当前的 “去杠杆”讨论提供
一个新的政策切入点。
利用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基于新闻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与上市公
司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间的季度数据，本文验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企、非国企
的异质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杠杆率的走势分化显著
相关，ＥＰＵ指数每增加１个标准差，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增加２．０５个百分点，
非国企杠杆率下降１．３５个百分点，而在金融抑制更强的地区，上述结论更加
明显；第二，在考虑了四万亿刺激政策、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规模歧视等
可能的遗漏变量之后，以上结果依然稳健；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作
用于短期，在较长期内依然存在，实证分析显示其持续时间在两年以上。
上述结果对于 “去杠杆”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金融危机以来，
国企与非国企的杠杆率走势分化。说明 “去杠杆”不能仅考虑总量问题，还
应考虑结构优化。如果好杠杆能够增加，坏杠杆同步下降，即便杠杆率仍在
提升，经济总体的风险也会下降。从优化杠杆率结构的角度，本文提供了政
策抓手。要避免好的杠杆被坏杠杆挤出，政策制定者应注意平时增强市场沟
通，加强对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引导，如果政府下决心要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那么就要尽可能地保持政策的长期一致性，避免经济政策的 “朝令夕改”。
其二，消除产权歧视，减少隐性担保，是降低经济风险、提高经济效率
的必要改革。要更根本地减少杠杆率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仍需进一步推进国
企改革，解决国企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让某些低效率的僵尸企业退出市场，
以更好地发挥市场对企业的自我调节功能，降低企业尤其是部分国企对政府
的过度依赖，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无论国企改革的目标是
做强、做大还是瘦身、提效，国企和非国企都应该公平竞争，受同样的市场
纪律约束。保护一部分企业、歧视另一部分企业的做法有违市场经济公平与
效率的基本原则。
其三，本文提示了金融改革紧迫性。较为市场化的金融环境，可以弱化
杠杆率的国进民退现象，让资源相对更加有效地配置。要缓解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上升时资源配置的扭曲，应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增强金融体系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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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让市场成为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党的十九大决定的改
革基调，这不但要求利率、汇率更多地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资源配置也要
严格遵循回报与风险兼顾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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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Ｂｏｎｄ，Ｓ．Ｒ．，ａｎｄ　Ｊ．Ｇ．Ｃｕｍｍｉｎ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ＳＳＲ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４．
［８］ Ｂｏｒｎ，Ｂ．，ａｎｄ　Ｊ．Ｐｆｅｉｆｅｒ，“Ｐｏｌｉｃ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６８，６８—８５．
［９］ Ｃａｉ，Ｈ．，Ｈ．Ｆａｎｇ，ａｎｄ　Ｌ．Ｃ．Ｘｕ，“Ｅａｔ，Ｄｒｉｎｋ，Ｆｉｒｍ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
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５４（１），５５—７８．
［１０］Ｃａｌｏｍｉｒｉｓ，Ｃ．Ｗ．，Ｒ．Ｆｉｓｍａｎ，ａｎｄ　Ｙ．Ｗａｎｇ，“Ｐｒｏｆｉ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Ａ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ｅｔ　Ｓａ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９６（３），
３９９—４１２．
［１１］Ｄｅｗｅｎｔｅｒ，Ｋ．Ｌ．，ａｎｄ　Ｐ．Ｈ．Ｍａｌａｔｅｓｔａ，“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　Ｏｗｎｅｄ　Ｆｉｒｍ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
９１（１），３２０—３３４．
［１２］Ｆａｃｃｉ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９６（１），３６９—
３８６．
［１３］Ｆａｎ，Ｊ．Ｐ．，Ｔ．Ｊ．Ｗｏｎｇ，ａｎｄ　Ｔ．Ｚｈａ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ＣＥＯ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ＩＰ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ｌｙ　Ｐａｒｔｉａｌｙ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ｅｄ　Ｆｉ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８４（２），３３０—３５７．
［１４］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２０１１年度报告》。北京：经
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第２期 纪　洋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杠杆率分化 ４６９　
［１５］Ｇｈｏｓａｌ，Ｖ．，ａｎｄ　Ｐ．Ｌｏｕｎｇａｎｉ，“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ｒｉｃ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ｍ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６，４４（２），２１７—２２８．
［１６］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Ｓ．，Ｊ．Ｗ．Ｓｉｍ，ａｎｄ　Ｅ．Ｚａｋｒａｊｅｋ，“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
［１７］荀琴、黄益平、刘晓光，“银行信贷配置真的存在所有制歧视吗？”， 《管理世界》，２０１４年第１
期，第１６—２６页。
［１８］Ｇｕｌｅｎ，Ｈ．，ａｎｄ　Ｍ．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６，２９（３），５２３—５６４．
［１９］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Ａ．Ｃ．，ａｎｄ　Ｘ．Ｆｅｎｇ，“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ｔｒｅａｔｓ？Ｆｉ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７５，１—３４．
［２０］Ｊｕｌｉｏ，Ｂ．，ａｎｄ　Ｙ．Ｙｏｏｋ，“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ｙｃｌｅ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２，６７（１），４５—８３．
［２１］Ｋｈｗａｊａ，Ａ．Ｉ．，ａｎｄ　Ａ．Ｍｉａｎ，“Ｄｏ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Ｆａｖ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１２０ （４），
１３７１—１４１１．
［２２］Ｋｏｒｎａｉ，Ｊ．，“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Ｋｙｋｌｏｓ，１９８６，３９（１），３—３０．
［２３］Ｌｅａｈｙ，Ｊ．，ａｎｄ　Ｔ．Ｍ．Ｗｈｉｔｅｄ，“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ｍｅ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１９９６，２８（１），６４—８３．
［２４］Ｌｉ，Ｈ．，Ｌ．Ｍｅｎｇ，Ｑ．Ｗａｎｇ　ａｎｄ，Ｌ．Ａ．Ｚｈｏ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８７
（２），２８３—２９９．
［２５］Ｌｉｎ，Ｃ．，Ｒ．Ｍｏｒｃｋ，Ｂ．Ｙｅｕｎｇ，ａｎｄ　Ｘ．Ｚｈａｏ，“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ｏ．
ｗ２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２６］Ｍｉｎｔｏｎ，Ｂ．Ａ．，ａｎｄ　Ｃ．Ｓｃｈｒａｎｄ，“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５４（３），
４２３—４６０．
［２７］Ｐａｎ，Ｓ．，Ｋ．Ｓｈｉ，Ｌ．Ｗａｎｇ，ａｎｄ　Ｊ．Ｊ．Ｘｕ，“Ｅｘｃｅｓｓ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Ｍｉｓ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ＳＲＮ，２０１６．
［２８］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Ｍ．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
ｃｈ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２２（１），４３５—４８０．
［２９］施康、王立升， “分清 ‘好杠杆’和 ‘坏杠标’”，ｈｔｔｐ：／／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ａｉｘｉｎ．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３－１５／
１００９２０２３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６．
［３０］钟宁桦、刘志阔、何嘉鑫、苏楚林，“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 《经济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７
期，第１０２—１１７页。
４７０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７卷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ＹＡＮＧＪＩ＊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Ｕ ＷＡＮＧ＊　ＹＵＹＡＮ ＴＡＮ　ＹＩＰ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Ｘｕ　Ｗａ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ｉｄｉａｎ　Ｄｅ－
ｓｔｒｉｃ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１，Ｃｈｉｎａ；Ｔｅｌ：８６－１５２１０５９３９２３；Ｅ－ｍａｉｌ：９３６３９１８２８＠ｑｑ．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ＯＥ　ｉ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ＯＥ　ｉ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ｎｅｗｓ－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ＥＰＵ）ｉｎ－
ｄｅｘ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ｔｏ　２０１４，ｗ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ＰＵ．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ＥＰＵ　ｏｆ　ｏｎ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ｔｈ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ＯＥｓ　ｗｉ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ｙ　２．０５ｐｅｒｃ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ｓ，ｗｈｉｌ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ＯＥｓ　ｗｉｌ　ｄｒｏｐ　１．３５ｐｅｒｃ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ｓ．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ｏ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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